
在世界范围内考察中国文化的价值

                

张西平

一

梁启超当年在谈到中国历史的研究时曾说过，根据中国的历史的发展，研

究中国的历史可以划分为：“中国的中国”、“亚洲的中国”以及“世界的中

国”三个阶段。所谓“中国的中国”的研究阶段是指中国的先秦史，自黄帝时代

直至秦统一。这是“中国民族自发达自竞争自团结之时代。”所谓“亚洲之中

国”的研究阶段，是为中世史，时间是从秦统一后至清代乾隆末年。这是中华民

族与亚洲各民族相互交流并不断融合的时代。所谓 “世界之中国”的研究阶段

是为近世史。自乾隆末年至当时，这是是中华民族与亚洲各民族开始西方民族交

流并产生激烈竞争之时代。由此开始，中国成为世界的一部分。

其实，梁公这样的历时性划分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实际上中国和世界的

关系是一直存在的，尽管中国的地缘有一定的封闭性，但中国文化从一开始就

不是一个封闭的文化。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并不是从乾隆年间才开始。梁公自己

为了说明这一点就提出过两个当时令人匪夷所思的问题，第一、“刘项之争，与

中亚细亚及印度诸国之兴亡有关系，而影响及于希腊人之东陆领土”。第二、

“汉攘匈奴，与西罗马之灭亡，及欧洲现代诸国家之建设有关”。他试图通过对

这两个在常人看来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历史事实来说明中国史从来不是在一

个封闭的圈子里展开的，世界各国的历史是相互关联的。因而，他的真正目的在

于说明：要将中国史放在世界史中加以考察。

梁启超这样立论他的中国历史研究时有两个目的：其一，对西方主导的世

界史不满意，因为在西方主导的世界史中中国对人类史的贡献是看不到的。1901

年，在《中国史叙论》中他说：“今世之著世界史者，必以泰西各国为中心点，

虽日本、俄罗斯之史家（凡著世界史者，日本、俄罗斯皆摈不录）亦无异议焉。盖

以过去、现在之间，能推衍文明之力以左右世界者，实惟泰西民族，而他族莫能

与争也。”这里他对“西方中心论”的不满已经十分清楚。其二，从世界史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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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重新看待中国文化的地位和贡献。 他指出中国史主要应“说明中国民族所产

文化，以何为基本，其与世界他部分文化相互之影响何如？”“说明中国民族

在人类全体上之位置及其特性，与其将来对人类所应负之责任。”1虽然当时中

国弱积弱贫，但他认为：“中国文明力未必不可以左右世界，即中国史在世界

史中当占一强有力之位置也。”2

二

   梁启超所提出的新史学已经百年，在此以后的历史中历史学家在这方面

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上个世纪 80年代，我国著名世界史学者吴于廑明确提

出建立全球世界史的理论，北京大学罗荣渠的现代化历史研究也明确地将世界

史的研究和中国史的研究放在一个历史进程中。特别是中外关系历史研究的迅速

展开，大大丰富了我们关于中国与世界各国文化关系的认识。吴斌先生的这本

《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史》就是对中国学术界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为止这方面

研究成果的一个总结。

在我看来这本书的学术价值表现以下三个方面：

较为全面地展现了中国文化在域外传播的总体历史。对中国文化从海外传播

的研究在中国学术界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1949年以前最著名的代表著作是张

星烺先生《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和方豪先生的《中西交通史》以及朱谦之先生的《中

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等，在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方面这三本著作至今仍有重

要的学术价值。在中国和东亚以及亚洲文化交流史研究方面上个世纪 80年代后

学术成果十分显著，周一良先生的《中日文化关系史论》，严绍璗先生的《日本中

国学》都是十分有价值的著作。作为中外文化研究综合性的研究著作，从周一良

的《中外文化交流史》出版后较大规模大型学术丛书是 1998年出版的《中华文化

通志》中的中外文化交流系列，这个系列先后出版了《中国与东南亚文化交流志》

《中国与西亚非洲文化交流志》、《中国与欧洲文化交流志》、《中国与北美文化交流

志》、《中国与俄苏文化交流志》、《中国与中亚文化交流志》、《中国与南亚文化交流

志》、《中国与东北亚文化交流志》、《中国与拉丁美洲大洋洲文化交流志》、《海外华

人华侨文化志》等十余卷著作。但以上所有这些著作都是从中国和外国两个方面

同时展开的文化交流史研究，吴斌先生的著作，沿袭了朱谦之先生的《中国哲学

1、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第 7页。

2 、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 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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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欧洲的影响》和沂剑飞《世界的中国观》的学术思路，将研究的重点只放在中国

文化的外传这一个方面，从而使他的著作有了独特性。平心而论，对中国文化在

海外的传播的研究在以上提到的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著作中基本都有所研究

和论述，但对中国文化在域外的传播历史做全面综合的研究，这本书做初了自

己的贡献。这种综合性研究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它跨越了以往的地域性研究的局限性，第一次从全球角度来梳理中

国文化外传的历史。以往对中国文化在外部世界的传播大都是从某一个地区和国

家来展开研究的。例如朱谦之先生的《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季羡林先生主编的

《东学西传丛书》，将注意力放在了欧洲和西方，季先生所主编的《东方文化集

成》大型学术丛书中也包含了多本关于中国文化在东方、特别是亚洲传播历史的

研究。吴斌的这本书跨越了地以往研究的域外性的局限性，将中国文化在东方和

西方的传播的历史融为一体，这是一个需要极大学术视野和学术功力的综合，

这种综合研究的学术价值在于使我们的对中国文化的价值的理解走出了地域的

视野，真正开始用一种全球的眼光来思考我们文化的价值。在全球化全面展开的

今天，这样的视野是十分重要的。

其次，它跨越以往断代史研究的局限性，第一次从历时性的角度全面总结

了中国文化在海外传播的历史与经验。学术界以往对在某个历史阶段中国文化在

海外的传播均有研究，如对唐朝时中国文化在西域的传播，在东亚的传播的研

究，又如十八世纪时中国文化在欧洲的传播和影响的研究都有相当好的学术成

果。但将中国文化作为一个整体，研究其从古代到现代几千年来它在外部世界的

传播，从中总结中国文化在外部世界传播的经验和规律，这是首次。历史是真正

的教科书，只有在这种大跨度，长时段的研究中，一些历史的真理才会浮现出

来。在中国文化重建的今天，这种跨时空的长时段研究对于我们民族的文化心态

走出民族虚无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两个极端的纠缠，建设一种健康的民族文

化心态有着重要的文化意义。

历史研究应从个案开始，由小见大，只有扎扎实实的基础性研究，才能探

索出历史的真实。但史观和史识的研究往往在个案和局部的研究中很难全面展现

出来，没有一定的空间展开，没有一定的时间跨度，真理的普遍性就会受到怀

疑。在这个意义上，综合个案研究的成果，从整体上展开分析和研究是十分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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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这样的综合研究经过一定的历史时间后，随着个案和断代研究的深入，又

会显得不足，那就会产生新的综合性研究。学术由此而不断的推进。

初步总结中国文化外传研究的意义。历史不仅仅是怀古之幽情，“一切历史

都是当代史”，克罗奇的这段话揭示了历史解释的当代意义。正如朱光潛先生在

《克罗奇的历史学》论文中所说的“沒有一个过去史真正是历史，如果它不引起

现实底思索，打动现实底兴趣，和現实底心灵生活打成一片。过去史在我的現时

思想活动中才能复苏，才获得它的历史性。所以一切历史都必是現时史……著重

历史的現时性，其实就是著重历史与生活的联贯”。作者在书的最后总结了这本

书的当代意义。他认为，“中华文化在世界各地的广泛传播，不仅对其他民族文

化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和作用，对世界文明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而且也使自己

获得了世界性文化的意义，使中华文化成为一种世界性文化形态。”1这样在作

者看来中华文化不是偏于东亚一隅的地域性文化，不是游离与世界文化大战大

势之外的文化，而是世界文化总体格局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这对于提升国人的文

化自觉，从世界的角度反观自己的文化，走出晚清以来的文化自卑情绪是很重

要的。同时，这个结论也打破了西方中心主义对中国文化偏见，这对于我们在思

想上打破“东方和西方”，“现代与传统”的二元对持的文化与历史的认知模

式是有启发意义的。

当前，中国文化处在一个重建和再构的重要历史时刻，一个民族的重新掘

起不仅仅在于经济上崛起，从根本上讲是文化崛起，是民族心理的重构。健康的

民族文化心态，首先来自于对自己文化的自信、自觉。这种自信和自觉不是来自

对自己传统的自傲，而是在全球范围内对自己文化的理性审视。只有站在世界的

高度反观自己的文化时，才会有这样一种理性自觉地文化认知。吴斌的著作提供

给了我们这样一种全新的角度。

对中国文化外传的若干重要时段做了较为深入地分析。该书上下几千年，纵

横海内外，对于这样以综合性为主题的学术著作，平衡与协调全书的内容，提

炼和凝聚主题是主要的，在具体的学术问题上很难出彩。但这部著作不仅仅照顾

了全局，个别章节写的也相当深入，对中国文化外传的一些问题做了较为深入

地思考。

例如在谈到中国文化对 18世纪启蒙文化的影响时，作者给自己提出的问题

1 吴斌《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史》第三卷，第 2453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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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在 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中发挥了什么样的影响和

功能作用？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何以能够在启蒙运动中发挥影响和功能作

用？启蒙思想家回应、接受、理解和融合中国我恶化的过程中有什么样的文化特

征？”如何回答这些问题呢？作者认为，启蒙运动是欧洲自身文化和思想变革

的运动，他从以基督教神学为核心的文化传统转向以理性和科学精神为主流的

现代文化，在这样的变革时代，中国文化作为其外部文化为此变革提供了思想

的材料和文化的支持。同时，中国作为欧洲的乌托邦理想，催生和加速了欧洲思

想的变革，而在对中国文化的解释上启蒙思想家们从自己的需要出发，以中国

为自己的文化参照系，创造性的解释中国文化，期间的“误读”、“借取”和

“意义的重构”是他们的基本方法。这样作者运用了自己哲学学术背景对中国文

化为何在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中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做了做了较为全面的说明。

在我看来作者在这里所做的理论分析虽然仍有待深入，但这种分析平实、中

肯，是自己思考的结果。这要比那些炒后现代主义的冷饭，满篇新概念的理论可

靠的多。对于跨文化的理论研究中国学者完全可以在吸收西方解释理论的基础上

创造性的根据自己的文化历史做出独立的思考和理论的构建。

三

《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史》代表了上个世纪 90年代中期的学术

发展，近十年来这个研究领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中华文化在

海外传播史的研究应是一个需要学术界继续关注的研究领域。我认为至少在以下

几个方面应该进一步关注的。

要进一步注重海外汉学史的研究，梳理中国文化在世界

各国传播的具体历史过程。在《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史》的研究中，海外汉学

（中国学）尚未作为一个独立的问题和线索加以展开研究，尽管书中多次提到

了这个问题。将中华文化作为自己学术研究对象，并精心从事对中华文化的翻译

解释和研究的域外汉学（中国学），从中国文化传播到东亚以后就一直存在着，

西方汉学的兴起是从晚明时期来华的传教士开始的，在此以前的以《马可波罗游

记》所代表的西方早期游记汉学。我们所以关心域外汉学（中国学）的原因在于

从文化传播学的角度看，文化间传播的核心是精神价值的传播，器物的传播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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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之下要低一些。而精神价值的传播主要表现为文化间书籍和文献的翻译，从中

国文化的外传来说就是中国典籍的翻译和外传。从事中国典籍的翻译外传工作的

主要是由各国的汉学家所完成，因此，系统地调查中国典籍的外传和翻译是做

好中国文化在域外传播的基础性工作。至今，学术界尚无很好展开这项工作，我

手中只有一本台湾学者王尔敏先生所编的《中国文献西译书目》。

其次，在世界各国从事中华文化研究并在各国学术界产生影响的是各国的

汉学家，做好重要汉学家的专题研究或者著名汉学家的代表著作的研究，都是

亟待展开的工作。虽然，目前出版了一些国别汉学史的著作，但除了严绍璗先生

的《日本中国学》和阎国栋的《俄罗斯汉学史》以及严绍璗先生的学术梯队所做的

汉学个案研究，例如钱婉约的《内藤湖南研究》外，令人满意并不多。总之，只有

抓住了域外汉学（中国学）这个主体，才能真正说清中国文化在域外的传播的

历史。域外汉学（中国学）的研究涉及世界各国语言，目前展开的研究绝大多数

仍是东亚汉学（中国学）和欧美汉学（中国学），对其他地区和国家的汉学研

究基本上没有展开，由此可见，对中华文化在海外传播历史的研究不过刚刚开

始，吴斌先生的著作是一本基础性的著作，希望更多年轻的学者投入这个研究

领域，写出更多令人满意的著作。

注重中国文化在世界各国思想家和文学家中的影响，开辟各国思想文化研

究的新领域。长期来在对外国思想和文化的研究中很少注意中国思想和文学的影

响，钱钟书先生的《十六—十七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和范存忠先生、陈受颐先

生对英国和德国文学对中国的接受都是这一研究领域的开辟者。上个世纪以来，

这方面的研究取得前所未有的进展，早期有乐黛云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化在世

界》丛书，近期有钱林森先生主编的《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乐黛云先生主编的

《中学西渐丛书》，象孟华的《伏尔太与孔子》、吴泽霖的《托尔斯泰与中国古典文

华》等都是不可多得的好书。

传播和影响是两条线索，传播则重历史与汉学，影响则重文学与思想，二

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中华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史主要从各国的思想家和文学家

研究入手，这方面虽然成绩斐然，但仍有极大的学术空间。这一研究领域的展开

为从事外国哲学、外国文学、外国历史研究的学者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注重经济史的研究，揭示全球化历史中的中国影响和贡献。全球经济史是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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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中华文化在世界传播的一个基础性学科，在以往的研究中对这个方面有所忽

略，文化的影响是和经济的发展与实力紧密相连。长期来在世界史的编写中都是

站在欧洲中心主义的立场来叙述的，对中国在全球经济史中的地位没有给予应

有的重视，这显然和在长达数千年的人类史中中国在经济中一直占有非常重要

的地位的基本历史不相符的。自贡当·弗兰克的《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

东方》和彭慕兰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出版以来，李伯

重、王国斌、滨下武志等人的著作开始被学术界重视，如何看待中国在世界经济

史中的地位成为一个热点问题。表面上看这是一个经济史的问题，实际上这个问

题的研究将重新反思现有的现代世界体系理论，重新反思现有的世界史的编写。

同时，这也必将大大推动中华文化在海外传播史的研究。

注重跨学科研究的方法论更新，保持研究中的理论和文化的自觉。中华文化

在海外的传播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是一个文化间关系的研究，因而比较文化

成为它展开研究的基本方法。目前比较流行的是采用后殖民主义的方法，用这样

的方法所写的编的著作已经洋洋大观。但我对这样的方法一直保持谨慎的态度，

至少从我目前的阅读来看，这些舶来理论都有着相当的漏洞，智慧和思想也到

启发人，其中有写观点也可以吸取，但总感到不完善，无法很好的说明中华文

化在世界的传播和影响的历史。我去年在为李雪涛的《日耳曼学术谱系中的汉学

—德国汉学之研究》一书所写的序言中就已经指出了这一点，我们不能说西方汉

学有着对中国的想象成分和内容，就可以说，“它和中国无关呢？是否就可以

说西方关于东方的知识都是异国的想象？无论是把东方想象成天堂还是把东方

想象成地狱，这些都是西方人将东方作为自己的他者而对自身的认识，它和真

实的东方没有任何关系呢？难道西方东方学的知识真是没有真假之分，无所谓

对错之别？难道西方汉学只是西方人自己的“单相思”？如宋词中所写的“念

两处风情，万重烟水。雨歇天高，望断翠峰十二。尽无言、谁会凭高意？纵写得、

离肠万种，奈归云谁寄？”仔细想想，我认为西方的东方学除了有想象的成分

以外，也还是有真假之分，对错之别的。西方的东方学并不象赛义德说的那样简

单，它有着多重的维度，需要从多个角度来分析和把握。赛义德只是看到了一个

维度而已。……后派理论家们一根筋地看待人类文化间的知识，看待西方的东方

学，看待西方汉学，他们无法解释在云霭飞渡下的文化群山。近年来跟着赛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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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论跑，用此来解释西方汉学和西方的中国观的著作也不少，不能说他们洋

洋大观的十几卷著作没有真知灼见、思想的火花，语言的机智在这些学者的书中

也都有。但总体上缺乏理论的创造和文化的自觉，他们解释西方东方学与汉学的

整体框架和理论是赛义德的，是后殖民主义在中国的翻版。”1

提出这个问题是想说明，在对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史的研究中，理论框架和

分析的依据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面对就是一堆史料

全部的研究就失去了灵魂。由此，我深感在当下的中国学术界真正的在立足本土

吸收外来理论的基础上展开理论的创造的并不多。西方理论界的确有好东西值得

我们学习，但如何学习，如何吸收是个大问题，因为我们跟着西方的理论跑的

太久了。“你唱罢了，我等场”，“城头变换大王旗”，这些眼花缭乱的西方理

论有些使我们理论疲劳，或许回到本土，才能消化好这些“洋货”。这正是：

“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望尽乡。”

1 张西平《萨义德的《东方学》与西方汉学》，载《读书》2008年 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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